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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台灣政治民主化的困局
一、民主化與族群對立
蔣經國辭世以後，台灣在民主改革的成就上，獲致了舉世的肯定。例如，長期觀察各國民主狀況的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台灣完成首次總統直選後，便於1997年將台灣歸類為「完全自由的國家」。然而，民主發展的成就，是否如同許多理想主義者所期待的，為台灣社會帶來更多的團結與穩定？答案則恐怕讓人失望。
在台灣民主改革起步階段的1989年11月，《聯合報》曾就我國公民的國家認同，進行了一次民意調查。受訪者中有52%認為自己是「中國人」，26%則認為「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剩下的16%認為自己是「台灣人」，7%則回答不知道。在台灣完成首次總統直選後，同一機構在1998年2月所做的相同民調，卻顯示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受訪者降為27%，被認為較具妥協性的「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也降為10%，但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受訪者，則大幅揚升為55%，回答不知道的則依然維持7%。換言之，在台灣被認為「完全自由後」，台灣社會除了兩端對調，民意的割裂依舊，中間的溫和區塊甚至還大幅的萎縮。其他民調機構對類似內容的調查，雖然存在著巨大的落差，
但在長期觀察國家認同變化的施正鋒教授（2001: 148）眼中，台灣住民國家認同的「嚴重分歧」，是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吳乃德教授（1996: 30）也認為，「國家認同的歧異是當代台灣最重要、最顯著的政治分歧。」
此一嚴重分歧的國家認同，使許多學者對台灣的民主鞏固感到十分的憂心。政治思想家J. S. Mill早在一個半世紀前便指出，「同一國家如果存在不同的民族認同，自由體制便幾乎不可能運作。」他認為，國家認同的衝突不僅讓公共政策的理性討論不可能出現，也因人民缺乏同胞的感情，而使得社會無法形成團結一致的公共輿論；在此割裂的社會下，任何一組的政治領袖，均無法獲得全部人民的信任，民主的實踐反而加強了社會的對立（Mill, 1952. 轉引自吳乃德，1997：24-28）。近代憲政學者Donald S. Lutz（1988: 6）也強調：「只有人民在心理上彼此認知為『同一族群』(a people)，﹝而非一群鬆散累積的個人(an aggregate of individuals)﹞，政治系統才可能持久存在。」「同一族群」的認知對民主的鞏固如此重要，但台灣在邁向民主的道路上，由族群對立所化身的國家認同割裂卻無法因民主化而獲得緩解，我們有理由憂心，長此以往台灣社會有可能走向崩解的命運。正如民主學者Giovanni Sartori（1976: 140-41）所警告的，一個社會如果存在兩極對立的傾向(extreme and polarized pluralism)，民主存活的機會將十分有限。
如同許多西方學者所同意的，Sartori（1976: 16）認為，社群的衝突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為「共同體」或「基本事項」的認知層次，另一則為「政府層次」或「議題事項」層次。前者的衝突為真正的衝突，是造成兩極對立的基本誘因，最後必然會導致內戰與分離；後者則可以透過憲政多元的機制，或決策分享的設計，使得衝突獲得緩解。由於西方國家在民主化與政黨制度出現前，民族國家已然穩固存在，故其民主化的過程並未曾引發國家認同或族群對立等基本事項的衝突。然而，許多發展中國家則非如此幸運，它們為了避免國家分裂，常需以一黨或軍事專政進行強制性的整合，也因此造成排除異己的反民主結果。台灣過去一黨獨大的威權統治，顯然相當程度上壓抑了社會在「基本事項」上的歧異。但壓抑並非分歧的解決，民主化的發展讓這些潛藏的歧異，獲得了表達的空間，也使得更為開放的台灣，卻必須面對社會割裂的嚴峻挑戰。
社會割裂的危機，能否透過民主的深化獲得緩解？民主深化的內涵，又是否僅是強化民意的參與或民粹的抬頭？民主的深化會否加深社會原有的裂解？在外力的威脅下，民主深化又如何避免外力的分化？缺乏「基本事項」共識的台灣社會，在民主深化過程中，又將如何避免政黨「極化」的反民主傾向？本文希望能就這些問題，提供學界一些腦力的激盪。
二、淺析台灣的國家認同與族群對立
台灣要在民主的道路上繼續成長茁壯，便必須尋得化解族群對立的良方。而要尋得這帖良方，對於台灣族群對立的本質，便須有所瞭解。
在歷經四十年威權統治與民意的壓抑下，台灣政治菁英的流動並非十分通暢，一個難以跨越的鴻溝，因此在代表既得利益的「統治者」階級，與廣大「被統治者」的民眾間形成。由於長期執政的國民黨一直以外省族群構成其領導核心，就連後期的黨領袖李登輝也承認，這個黨所統轄的政府是一個「外來政權」。統治階級與「外省族群」的高度重疊，難免對本土的草根勢力或主張，抱持著疑懼的心態。猜忌疑慮使得執政黨常常企圖去滲透及控制各項民間自發性的有組織活動﹐無法滲透或控制的便進行醜化或消滅。
面對執政黨的壓迫與分化，在野的反對勢力也形成了近乎歇斯底里的「懷疑症候」，各種「爪耙子」或「放水」的傳言常瀰漫於在野內部的爭論。相互的疑慮加上溝通的隔閡，無論在朝或在野，均急切希望找到某種客觀的認證來區分彼此。執政黨雖然掌控國家機器，不愁沒有嚇阻叛離的手段，但對一個必須甄補本土菁英來延續政權壟斷的半封閉團體，判定附隨者的忠誠，依然是個不容輕忽的程序。而這個程序對在野者而言則更顯重要，由於面對執政者的攏絡分化，如何讓隨附者隔絕於執政者可能利誘，便成了在野勢力追求團結的先決條件。
由於國民黨以大陸淪陷無法進行全面改選為藉口，使淪陷前所選出的民意代表繼續行使職權長達四十年，透過這些「資深民代」的護航，統治集團乃得以「理直氣壯」的遂行其威權掌控。故而，在中央民代全面改選之前，整個台灣憲政法制的正當性，乃建立於一個以全中國為範疇的「中華民國」法統上。是否認同「中國統一」或「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便成了統治集團的法理基礎與認證異己的重要標準；「反攻大陸」、「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雖然被斥為癡心妄想，但因關聯著統治的正當性，卻也行禮如儀的鼓吹了半個世紀。「中國認同」儘管不符現實並缺乏邏輯的合理性，但就「認證指標」的功能而言，卻更能發揮期待的效果；試問，務實與合理的政策目標，又如何能突顯隨附者的忠誠？
「中國統一」既是統治集團區分異己的認證符號，「台灣獨立」便成了在野勢力挑戰威權的自然標識。「台灣獨立」的可行性與法理性，與「中國統一」同樣存在著嚴重的瑕疵，但就因為現實的不可行，也使其更能符合在野陣營對「認證」功能的期待。兩者同樣的不可行，使得朝野兩股勢力可以肆意的高唱統獨而不必急於驗證理想的成敗；但如此一來，卻也使得朝野勢力迴避以民生議題做為彼此區隔的界線。在西方民主國家常見的政黨政策差異，如經濟發展、勞資關係、兩性平等、社會福利、環保主張、宗教立場、稅負政策等，在台灣都因統獨爭議的過於突顯，而淪為次要的議題；國家認同的歧異，成了「當代台灣最重要、最顯著的政治分歧。」
許多學者相信，民主政治能夠成功存在，乃因社會存在許多民間自發性的團體或組織。由於這些團體掌握了選票，政黨或政治人物為了贏得選舉，便必須與這些團體聯繫，而這些團體為了維護自身權益，便隨著議題的呈現，機動性的與政黨聯盟。由於每個團體雖只是社會的「少數」集合，但聯合起來卻可能形成多數，讓特定的主張成為國家政策，當然也可以協助政治人物取得政權。Robert Dahl（1956: 133）因此將民主定義為「少數集合的政府」(minorities government)，因任何決策的多數，均是由這些在其他時候可能相互競爭的「多重少數」(multiple minorities)所構成。由於這些團體僅在特定議題上結盟，更多的時候則彼此競爭，且國民也可能同時參與數個團體，重疊的身分緩和了團體的堅持，使得民主的運作不必擔心多數暴力，因為多數的強度有限，且多數中有許多的重疊，也不易形成長久穩定的聯合陣線。

遺憾的是，在當國家認同成為「最重要、最顯著的政治分歧」後，這些自發性團體所能發揮緩和政治對峙的效果，便變得相當有限。國民黨長期的威權壟斷，使得均不得不向統治勢力輸誠靠攏。透過黨政軍特綿密的控制網絡，一般人民團體就連自己成員的利益也經常無力保障，更遑論維持其自主性。政黨輪替後，此一情況雖然稍有改善，但基本架構的改變仍然有限，差別只在資源的分配者換了不同的政黨。為了取得政府資源的協助或民間活躍份子的支持，各個團體被迫必須在國家認同上選邊支持，中間溫和團體的緩衝，在台灣竟顯得如此的無力。

陳芳明先生的一篇文章，可以說對上述的分析做了一個最好的見證。陳先生曾長期在海外從事革命倒蔣活動，但他在1997年11月號《遠見雜誌》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卻明白指出當前的台灣社會並不存在革命的條件。他對自己前半生的投入革命，坦言「沒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只因為「那是簡化一切複雜問題的最佳方式。」根據陳先生的表述，兩極化是種「簡單的思考方式，自然是很方便的。對於各種議題的分析，只要採取雙元對立的二分法就可著手進行；不是朋友，便是敵人；不是中國，便是台灣；不是革命，便是反動。」當然這段話也包括了：「不是反對者，便是統治者；不是台獨黨，便是國民黨。」

陳先生進一步表示：「在這種［兩極化］意識型態當道的時代，對問題的看法總是過於偏重立場與信仰。遇到環保問題，就必須先區分統獨；遇到農民問題，也還是先區分統獨。至於女性、工人、族群等等的議題，也都擺脫不了統獨意識的糾葛。」所以產生這種過度簡化的推理模式，陳先生認為：「在很大的程度上，我身處的錯誤時代，也應該為我帶來強烈的形塑力量。」明顯的，這位老革命已深切的體認到，長時期的威權統治與白色恐怖，已無意間侵蝕了社會菁英的理性思維。

台灣是個移民社會，任何移民社會為了建構新的共同體與有秩序的社區生活，必然會在不同的血緣與文化傳承上，發展出一套協調與退讓的機制（蕭新煌，2002：132-33）。但台灣的特殊經驗是，外來政權為了鞏固權力基礎，在很長的時間內並不樂見新的同體感產生，而以強調母國國家認同做為異己的識別認證。如此一來，移民社會常見的族群對立因被賦予了法理基礎而更為加劇，本土國家認同更因此難以扮演一個融合族群差異的角色。蕭新煌教授曾認為，台灣國家認同的形成與強化，僅是為了抗衡「外來的中國和它的統一意識形態」，故國家認同的差異並不會對其他社會與政治對立，產生擴張和蔓延作用。此一論述所依據的，乃為國家認同的分歧與社會的不滿或相對剝奪感並無明顯的邏輯關係（蕭新煌，2002：144-45）。但當國家認同的歧異，乃為了保護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而國家認同的差異又與省籍差異存在高度的重疊時，蕭教授的論述依據便受到嚴重的挑戰。在此一情況下，解決台灣國家認同的歧異，便必須同時處理族群衝突，與憲政法制上所造成的各種不平等；同理，要處理後兩者的衝突，國家認同的歧異也必然造成改革正當性的挑戰。
三、當前學理解析的侷限
「國家建構」關聯憲政秩序與政府組織的建立，是屬於政治範疇的議題；「族群關係」則關注不同特質人群在制度或非制度架構下的互動，長期以來被視為社會學研究的領域。政治學研究關注「人」在政治系統中的活動，對於影響人際互動的族群關係，當然未曾疏漏。故而，政治學上有關族群問題的研究，並不在少數。但遺憾的，這些研究多屬於政策層面，或國家治理上的探討。至於包括族群關係在內的社會因素，如何型塑人民的價值判斷，進而影響人民對憲政秩序的選擇；或憲政架構與政治傳統如何衝擊族群認同，使得族群關係反噬政治的穩定，則在政治學的研究中仍不多見。
歐洲學界由於文化傳承豐富、社會網絡複雜，對於社會因素的政治意涵，曾投入較多的研究。故而，馬克斯、馬克韋勃、佛洛伊德、哈伯馬斯等人，對啟發政治與社會互動的理解便極具貢獻，而他們也多成名於歐洲學界。但正由於歐洲深厚的文化傳承與牢不可破的社會結構，歐洲學界對於「國家建構」以及「族群創造」等議題，也抱持著較為保守的態度。對歐洲學者而言，透過翻修國家建構或憲政設計緩解族群對立或創建新的族群認知，除了馬克斯等少數思想家，似乎是難以想像的選擇。
發展於移民社會的美國，對人民改變憲政秩序的能力，則較具信心。Alexander Hamilton（1982: 2-3）告訴他同時代的革命志士，人可以不必被動接受由「偶然與武力」(accident and force)所建立的憲政秩序，而是可以藉由「省思與選擇」(reflection and choice)，以「組織的科學」(science of association)解決當前社會的難題，這句話石破天驚的憾醒了人類宿命的思考。影響所及，正如Samuel P. Huntington（2004: 19）所指出的，許多美國人堅信，只要有理性的憲法架構，再分歧的社會也可以整合成「同一民族」(a nation)。但由於對個人理性的無限信心，美國學者傾向以「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解析政治現象與衝突，而將其他影響個人選擇的群體精神(holism)，排除為人類行為的非理性因素，形成與歐洲學風不同的分析角度。
美歐學界不同的思維模式，使政治學界產生了兩個分殊的「主流」：歐洲學界視人乃鑲嵌於歷史與文化的產物，只能以有限的選擇面對歷史傳承下的憲政體制；美國學界則篤信理性改變制度的潛力，將族群認知的影響，等同於理性算計的結果（Haas, 1970: 3-4）。由前者推論，族群衝突似乎只能訴諸分治才得解決；由後者出發，則似乎又過於小覷族群情感對憲政選項的影響。這兩個分析的結構，對於台灣當前所面臨的民主化困局，似乎都只能提供有限的協助。
誠如前述所指出的，西方國家在民主化與政黨制度出現前，民族國家已然穩固存在，故其民主化的過程並未曾引發族群情結與國家認同的爭議。這使得西方根據自身發展經驗所建構的民主學理，似乎難以解析台灣所面臨的特殊處境。以Sartori的政黨體系研究為例，台灣政黨的互動頗符合其所界定的「極化多黨制度」(polarized pluralism)：如國會中有五個以上具有實力的政黨相互競爭、
且其中有些屬於反體制的政黨(anti-system parties)、政府施政必須面對同時來自左右兩端的挑戰、政黨有不負責任過度承諾的情形等（Sartori, 1976: 132-39）。但Sartori （1976: 140-45）所未見及，或西方國家所未曾體驗過的，則為外來少數政權結構下，反體制政黨成為本土多數民眾所支持的現象。故而，Sartori花費了相當篇幅探討反體制政黨拒絕納入體制運作的危險，卻無法想像，反體制政黨能夠執政並成為體制的權威詮釋者。類似學理適用的困絀，便有賴於本土學者，根據台灣民主發展的特殊性，參酌西方的學理邏輯，建立起符合台灣發展軌跡的解釋與展望。
四、台灣在憲政缺憾、族群衝突、與國家認同上的糾葛
台灣當前的政治困局，基本上乃由憲政改革、國家認同、與族群情感的三角難題所構成。三者環環相扣，乃使得歐美學界所建構的分析模式，因此難有發揮的空間。如果再加上國際強權的因素，這三角難題的糾葛幾乎讓人看不到隧道另端的光點。
有些人鑑於十八世紀以來歐洲國家的發展經驗，認為台灣首應發展自己的民族意識，其他問題才可迎刄而解。正如Anthony Birch（1993: 16）所直言的：「全世界的政治都以民族主義的原則組織起來。」Isaiah Berlin（1991: 355）更指出：「我們可以不誇張的說，今天的任何政治運動，如果不和民族感情聯結，幾乎是沒有成功的希望。」
然而，抱持這類主張的人，不少是以狹隘的血統或血緣觀點，論證「台灣民族」的存在，如主張台灣人是「被同化與融合的平埔族人」，與中國人具有不同的血緣等（沈建德，2003）。或強調「民族」可以是「想像」出來的，是「人工品、創造物、社會工程製品」，認為在兩岸分隔多年的情勢下，一種「台灣人」族群的情感已然形成（吳乃德，1997：12。轉引自Hobsbawn, 1990: 10）。但無論血統論也罷，隔離創造論也罷，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台灣島內還有相當人口並未認同自己屬於此一「民族」。過度強調排他性的我族情感，已使這部分的族群產生危機意識，進而威脅到建構國家目標的達成（施正鋒，1998：230-45）。
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在九十年代的民主化進程下，台灣的省籍族群衝突已漸趨弱化。但同時期中共威脅的加劇，卻助長了「台灣人的共同意識」，使得省籍衝突「轉化為」或「潛伏到」國家認同的衝突之中，國家認同因而取代省籍情結，成為割裂台灣社會的新議題（蕭新煌，2002：98-103、116-20）。提出這類論述的學者，顯然認為：(1) 民主化化解了台灣的族群衝突；(2) 若非外力威脅的刺激，國家認同衝突不致形成割裂台灣社會的議題；(3) 國家認同衝突乃因外來政權被「馴化」後的移情結果；(4) 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上揚，為持續且正面的趨勢，認同大陸終將現縮為少數，故兩者比例的對調是健康的而非割裂的；(5) 由於為移情的反射，國家認同衝突並未與其他的社會裂痕結合，不致深化社會對立。
在這樣的理解下，這些學者主張：(1) 堅持本土的台灣國家認同，將使得原先割裂台灣社會的省籍情結失去著力點；(2) 由於省籍對立在民主化下已趨於弱化，當國家認同趨於一致，台灣社會的族群對立將可迎刃而解；(3) 有尊嚴的台灣人將使得外力威脅難以奏效。
認為台灣國家認同可以化解族群對立與民主困局，其實和過去國民黨主政時，以一個中國思維要求台人服膺威權領導，本質上並無太大的差別。若說這是民主程序下的台灣住民抉擇，與過去外來政權領導人由上而下的國家定位顯然不同；但所謂的「民主程序」是否符合一般性的民主定義，恐怕仍然有質疑的空間。正如「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計畫處」(Office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 U.S. Department of State)所主編印行的《民主說帖》(Democracy Papers)便指出的，民主的三大目標為：主權在民、分權政府、保護個人與少數族群的權益；任何單項的疏失，均將使民主的實踐受到質疑（Urofsky, n.d.: 1）。但在台灣認同的成長過程上，多數原則雖已被接受為普遍價值，但在分權政府與少數保護上，國人的觀念仍然有待加強。欠缺了後兩者，美國憲政之父James Madison（1982: 46）指出，將無法約制多數為了謀取私利而犧牲少數，國家必會因對立而覆亡。故而，部分認同台灣獨立的學者並未因台灣認同比例的上揚而欣喜，反而擔憂民主化後的兩極對調並未改變台灣的割裂危機。學者吳叡人（1997: 24-28）便表示：

台灣民主化面臨的弔詭是：民主化誘發了國家認同的分裂，而國家認同的分裂，卻反過來侵蝕了民主鞏固的前提----一個共同認可的政治秩序的疆界。這個弔詭，似乎又將台灣的政治發展，推向一個兩難：民主化成果的鞏固，繫於國家認同的整合，但是歷史經驗卻提醒我門，除非使用強制力，並且犧牲個體自主與社會多元性----換言之，非以民主自身為代價，則國家認同的整合，往往難以達成。
有些學者，如施正鋒教授（1998: 193），則期待未來的憲政體制改革能重視族群關係，「未能明文保障少數族群的集體利益，則諸如總統、內閣制孰優之爭，其結論都是罔然的。」但他同時也遺憾的發現，有些依據台灣國家認同所擬定的憲法草案，對於少數族群的權益，仍「明顯不夠周延」。修憲不能提供少數的保障，族群對立必將持續；而族群對立的蔓延與深化，也將連帶牽動國家認同的危機，進而反噬修憲或制憲工程的正當性。
有些學者則將緩解族群對立與認同危機的希望，寄託於政權本土化後的執政菁英。根據政黨輪替前的民調，吳乃德教授（1996: 30）解析發現，主張台灣獨立或台灣民族主義者，態度上也明顯具有自由民主主義的思維。如果此一調查準確的反映了本土國家認同者的民主態度，我們當然可以期待，當這些人執政後政府也會採取有利族群和解的自由主義政策。但吳教授也提醒讀者，此一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結合，可能只是因為前者的內涵尚未明確成形；換言之，一旦台灣族群認同強固化後，具有容忍性的理性自由主義，便可能屈服於民族主義的情感驅使，不再具有決策的影響力。此外，吳教授（1996: 36）也指出，自由主義也可能被運用為脫離中國民族主義的「思想武器」，目標達成之後，相關的思維也可能被輕易的忽略。
九十年代中期，尤其是兩千年政黨輪替後，本土化台灣認同逐漸取得了民意的優勢。與這段發展趨勢同步的，便是施正鋒與吳乃德所憂心的，自由主義精神的消退。例如，政黨間透過利益交換，在這段期間所形成的各種體制改革決策，常被掌權者稱為「朝野共識」，並用以壓制其他不同的主張。在這些所謂的「共識」下，實權總統設計、國會一院制、席次減半、單一選區制、鄉鎮自治廢除、行政體系發動公民投票權等，被一一推出成了憲政改革的主流構想。這些改革趨勢，明顯否定了Arend Lijphart（1999）主張族群關係複雜的社會必須採行兩院制、多席次、比例代表制、聯合內閣、協商式民主的見解。換言之，在認同台灣獨立的人士逐漸取得改革的主控權後，台灣憲政體制的發展方向是多數專政與中央集權，並非如吳乃德所期盼的，發揚寬容少數的自由主義精神。

吳乃德（1997: 8）認為，隨著民主體制在台灣的逐漸鞏固，民主理念的分歧將不再成為政黨競合的主要訴求。然而，在缺乏尊重少數的體制與精神下，由於外省族群因政黨輪替產生危機感，民主的論戰反而方興未艾，改變的只是主客易位而已。在過去的五年內，司法不獨立、操控性公投、行政專擅不中立、選舉不公、總統專權、蔑視國會、不尊重憲法等，頻頻被反對人士用以攻詰執政團隊，政府的正當性基礎日復一日受到侵蝕。此一情勢，更因國家認同成為「當代台灣最重要、最顯著的政治分歧」，而使得問題更趨複雜（吳乃德，1996：34）。
台灣的族群差異與國家認同既存在高度的重疊（吳乃德，1993：46-48），而憲政改革又因歷史因素牽扯到國家認同問題，這使得政治菁英如欲透過憲改緩解族群的對立，首先便得面對棘手的國家認同議題。台灣目前所實施以整體中國為對象的憲法，確實不符現況的需求，但在外有國際因素，內有認同衝突，如何修正或制定新憲正考驗著的政治菁英的智慧。但無論如何，目前執政者意欲以公民投票方式進行修制憲，藉以突顯台灣的主體性與住民自決，卻似乎不是個明智的決定。因為台灣既是個多元族群的社會，在族群關係充滿疑慮的前提下，進行公民投票制憲，將提前引爆族群對立與國家認同的危機。這便是為何，Lijphart（1999: 230-31）將公民投票歸類於「多數掛帥」(majoritarianism)的制度，並再三強調這類制度並不適合於族群分歧的社會中實施。
此一三角習題應該如何找到解答？吳乃德（1996: 25）指出，當前台灣民族主義的處境，和美國獨立時期有些類似：兩者均同樣在社群認同尚未清楚形成的狀況下，試圖建立獨立的政治體。是故，美國獨立制憲的過程，或許可以給台灣當前所面臨的困局，提供一些可以借鏡之處。再者，美國的獨立與制憲，被民主理論家視為自由民主主義的集大成，開國先賢成功透過理性抉擇(rational choice)克服了族群情感的拉扯，的確讓民主的信徒增加不少信心。對照充滿情緒對立的台灣政壇，美國可以不必「去英國化」，卻不虞失去政治與文化上的認同，其中必有許多值得我國師法之處。
 Huntington（2004: 19）指出，歷史上奧匈帝國、厄圖曼帝國、與蘇維埃聯邦因無法有效整合族群與國家認同，最後終於免不了走向崩解的命運。但1780年代的美利堅與1860年代的普魯士卻能建立穩定的政權，其中差異便在後者能透過憲政改革強化新的國家認同。歷史教訓，多元本質的台灣社會實在不應輕忽。

貳、美國獨立的啟示：新民族與憲政民主的同步建構
一、分歧的美國社會
美利堅建國之初人種十分複雜，表面上雖然只有歐洲移民、印地安原住民、與擔任奴隸工作的黑奴；但光是歐洲移民，便因家鄉、母語、移民時間、移民目的、與英國親疏、宗教信仰、職業類別等不同，彼此間便存在許多認知的差異。Daniel Elazar教授（1984: 117-18）曾將獨立前的十三州，大別為三種不同的文化及思想主流：北方新英格蘭地區為「道德掛帥」(moralistic)，中部紐約與紐澤西地區為「個人主義」(individualistic)，首先開始殖民的維琴尼亞與南方各州則為「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tic)的重鎮。在三種不同的價值觀下，期望殖民地人民「萬眾一心」，似乎太過浪漫。
在族群與地域的感染下，政治菁英對國家的認同往往也不如一般想像的堅強，如後來繼任總統的John Adams，在提及自己所居住的州時，每每稱為「我的國家」，而視駐大陸會議代表為「大使」，所謂國家認同在獨立之初顯然並不存在（Bowen, 1966: 6-9）。而在對英國的和戰問題上，開國先賢也如同台灣政治領袖看待彼岸一般，各有不同的觀點，並以此不同的觀點相互抹黑。Benjamin Franklin雖然因信仰自由民主而享有盛譽，卻由於長期受到歐陸各國的寵渥，也常被同胞指為「保皇黨」。對當時波士頓及費城的革命志士而言，只要受到歐洲敬重的殖民地人民，便必然都是潛在的「美奸」，隨時會出賣殖民地利益（Bowen, 1966: 17）。此一情勢與台灣部分人士，動輒懷疑來往兩岸者可能「賣台」，頗有幾分神似。面對這樣一個政府間與人民間的猜忌對立，獨立前後的美利堅合眾國，可以說一直瀕臨於瓦解的邊緣。Adams便曾感慨的表示，對新大陸安全的威脅，就算歐洲所有的艦隊與軍隊聯合起來，恐怕還比不上殖民地人民自己的內憂（Bowen, 1966: 11）。
二、美國族群認知的出現
這樣一個分歧的社會，在獨立後卻完全改了樣。法國學者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美國獨立後約五十年訪問美國，他在Democracy in America一書中記述著：
美國究竟是怎麼做到的？它的居民是最近才移民到這片土地，且也不曾帶來舊有的傳統與記憶；居民間彼此原先並不相識，也是移民後才見面的；簡而言之，本能上這片土地上的居民，根本不可能存在對國家的愛。但究竟是什麼因素改變了他們，使每一位居民如此狂熱的參與村里、郡縣、乃至於整個國家的事務，彷彿這便是他們自己的鄉土？（Tocqueville, 1945: 252-53）
事實上，拋開原本的族群意識轉而認同「美國民族」的現象，在美國獨立前十年便已有跡象可循。Michel-Guillaume Jean de Crevecoeur所發表的〈美國農民的信〉(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便曾引起許多史家的興趣：
「美國人」這個全新人種(new man)，所指的究竟為何？他既是歐洲人也同時是歐洲人的後裔，這是一個你無法在其他地區所看到的奇怪血統混合。一個家庭的祖父可能是英國人，祖母卻是荷蘭人，他們的兒子卻與法國女子結婚，所生的四個兒子又可能分別娶四個不同國家的妻子。一個所謂的「美國人」，便是將祖先的偏見與矜持完全拋諸腦後，而從新生活形態、新政府、及新社會階級中，建立嶄新的自我。經由這個社會大學的薰陶(the broad lap of our great Alma Mater)，一個新的「美國人」因此形成，使不同的個人熔鑄成全新的人種(a new race of men)，他們及後代的努力，終有一天將改變這個世界。（轉引自Philip Gleason, 1982: 64）
根據Philip Gleason（1982: 64-65）分析，這篇文章所強調的，不在美國社會的多種族本質，而在新民族認知(new nationality)的形成過程。在同樣過程下，就算美國人都單純源於同一英國血統，美洲大陸還是會出現全新的民族認知。
值得強調的是，此一新的族群認知並非來自由上而下的政治宣揚，而是社會的自然孕育。故而，儘管種族、語言、宗教、文化、歷史，美國均與英國密不可分，堅實的族群認同基礎，並未讓文化的同體感，構成對美國民族認同的威脅。正如Hans Kohn（1957: 7）觀察的：「美國人之所以反抗英國，並不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不是英國人，而正是因為他們是英國人。」當然，政治菁英也因此未感受到「去英國化」的必要性。開國先哲Thomas Jefferson在獨立後便曾坦率指出：「我們的法律、語言、宗教、政治、及行為規範，無一不是由英國根基發展而來，故而我們片刻都不應忘記，英國歷史是美國不可分割的部份，而研究美國歷史更不應忽略其英國的源頭。」（轉引自Thatcher, 1998: 52）。但如果傳統的種族、語言、文化都不是構成美國民族認知的基礎，「美國人」又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的族群認知？
三、美國人認知的內涵

由於與英國母國不存在文化、語言、種族的差異性，美國人認知的內涵，乃是建立在「民主理念」或「生活方式」的差異上。Hans Kohn（1957: 7）便指出：
由於多數新大陸移民與母國分享共同的語言、文化、宗教、及其他文明傳統，而少數移民的語言、宗教、與文化，又未廣泛到足以構成新國家的基礎，執意追求情感與政治上獨立的移民，便唯有以理念的差異，來建立不同的族群認知(a sense of distinctive peoplehood)。
而這些理念，事實上也是獨立後的制憲藍圖。故而，儘管某些「美國人」的認知在獨立戰爭前便已開始蘊育，但由於這些認知均屬於政治理想的範疇，如果沒有實際的獨立建國，這類認知也不可能形成「美國民族」的識別標誌。Gleason認為這正是「美國民族」與其他民族比較，最為突出的特質：

儘管有漫長的殖民地時代，美國民族(American nation)的起源絕對可以定義於獨立革命及1780年代聯邦政府的建立，因為有這些事件美國人才可以和過去截然的分割，並也因為這些事件，美國人才能擁有一個不同的新秩序及對未來的展望。﹝故而若不是這個新的憲政體制﹞，美國人將無法建立與歐洲母國區別的認知。
是故，一些與美國建國相關的史蹟，如獨立日、獨立宣言、制憲、人權宣言等，便同時也成為「美國民族」形成的圖騰（Gleason, 1982: 63）。對民族國家浪潮尚未消退的十八世紀而言，此一新民族觀念無異具有相當的顛覆性。

在這個建國理想與民族形成糾葛不清的環境下，Gleason（1982: 62）歸納「美國人」的認知內涵為：

成為一個美國人的條件，不在於特定的種族、語言、宗教、或血緣背景，而完全取決於是否認同那些自由、平等、與共和主義的抽象政治理念。美國民族既然奠基於這些普世理念的認同，它無異是一個向所有人開放的民族。
換言之，美國制憲所揭櫫的自由民主理想，同時也就是形成族群認知的內涵，血統與歷史反倒成為次要。曾為英國首相的Margaret Thatcher（1998: 49），在美國獨立與民族形成的兩百餘年後，便感佩的指出，美國的宣佈獨立事實上開創了近代歷史的新頁，因為自此以後，所謂愛國便不再侷限於對家鄉土地的效忠，而更涵蓋了對某些普世與恆久原則的奉獻。由於種族、血統乃為民族的「原生」基礎，自由民主的認同則為「理性」的選擇，Rogers Smith（1997: 13-14）因此打趣的說，美國政府將歸化為美國人稱之為「自然化」(naturalization)，但比起其他的民族，成為美國人的條件卻是最違反「自然」。
四、族群認同與國家建構的同步發展
如前所述，將民族的認同建立在自由民主的理念上，憲政民主的實施便成為落實認同的必要條件，否則，民族認同將只能存在於短暫而虛幻的時空。故而，美國的族群認同等於與國家建構同步成長，有些學者甚至認為，美國的族群認同是在國家認同形成之後，才逐漸出現的（吳乃德，1996：24）。
這便是為何，當Thomas Jefferson草擬『獨立宣言』時必須煞費苦心，因為缺乏族群意識的凝聚，過度宣揚「美國主義」將可能引發各州的疑慮與反彈，甚至英軍未至，自己人便已然相互交火。Lutz教授（1990: 140）在分析『獨立宣言』中的措辭後表示：
「宣言」若直言不隱的逕自鼓吹一個全國性的民族(only one national people)，便等於否定州政府的角色，則該「宣言」必無法被多數民眾所接受。因為州政府在民眾的感受中，顯然要比擬議中的全國性政府親切而接近得多。但如果「宣言」承認「十三個分立的民族」(thirteen separate peoples)，則這個「宣言」又根本毫無意義可言；畢竟，「宣言」的目的便是要建立一個十三州的共同理想。故而，「獨立宣言」等於有效的創建了一個全國性的民族認知，但同時也尊重了各州人民的認同。至於兩者關係如何釐清，便只能等待未來的邦聯條款及憲法，透過制度性的安排來解決。
事實上，後來的憲法也沒有滿意的解決這個兩難的困局，否則南北戰爭將不致於一發不可收拾。
對一個流血而慘烈的獨立建國過程，沒有堅強的族群情感，又如何能成功的凝聚人心號召革命，並使得全國上下犧牲安逸共體時艱？Joseph Schumpeter（1947: 267）便對美國以自由民主理念促成革命成功，表達了高度的懷疑。他認為美國革命所憑藉的依然是民族主義(nationalism)，因為早在獨立槍響之前，美國人便已將英國統治者視為「外國人」(foreigners)，並孕育出新的國家認同，為後世的革命埋下因子。至於獨立過程中所提出的各項自由民主主張，在Schumpeter看來，無非是為「民族暴動」(national uprising)擦脂抹粉。Schumpeter深受歐洲學風薰染，持此觀點應該不讓人意外。但回顧史實，美國獨立戰爭如果循著傳統的國族主義發展，恐怕光在國家定位上，獨立陣營內部便已自亂陣腳，予以英國總督見縫插針的可趁之機；畢竟，為了保全權位與既得利益，美國也是在獨立戰後十五年，才勉強釐清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關係。
Bernard Bailyn（1967: 19）觀察，狂暴如法國與俄共的革命，在美國卻是以「緩慢、沉靜、幾乎無所感覺的方式進行，這場革命不是驚濤駭浪式的，而是以無數個別的改變與調整，累積為整個社會秩序的轉變。」如果美國獨立為訴諸族群情感的變革，過程想必無法如此的寧靜。當然，美國革命的成功，或國家建構先於族群意識，均有其社會與文化的基礎及條件，於此有限的篇幅本文無意深入探討。
 然而，美國獨立建國的模式，無疑給予我們一個極大的啟發。亦即，除了透過傳統族群情感的凝聚，自由民主的理性原則，也可以成為新民族締造的選項；而在國家認同紛擾不定的情勢下，憲政民主的寧靜變革或許才是全民利益的最大公約數。
叁、台灣族群關係與國家建構的省思
歷史無法複製，不同文化傳承的美國經驗，當然也不可能原樣重現於台灣。但當客觀事實說明眼前的發展已然是條死胡同時，歷史的經驗或許可以啟發我們，考量以其他途徑作為替代選擇的可能性。在國家認同、憲政民主與族群衝突的三角習題上，我們或者可以根據美國的經驗，提出一套可能的解決方案。
筆者同意Lutz的觀點，「只有人民在心理上彼此認知為『同一族群』(a people)，政治系統才有可能持久存在。」但此一認知的獲得，「必須建立在人民具有共同的價值、利益、及目標，並願意為同樣的理想而奮鬥。」Robert Dahl（1956: 132-33）也同樣強調，在一個多元民主政治中，「共識」是維持社會完整的重要因素。在一個多元化的移民社會，強調血統或種族的差異，顯然無助於此一共識的形成。由於此一「共識」必須決定競爭的規則或政治活動的合法範圍，同時也限制了政治領袖及民間團體所能選擇的手段，我們不妨藉由西方學者的分析與西方民主發展的啟示，嘗試條析台灣應該如何透過自由民主的法則，解決當前所面臨的三角難題。

一、建構合理憲政秩序
根據Urofsky教授的解析，建構民主制度的首要原則，便必須培養憲政主義精神(Constitutionalism)。社會存在高於一般法律的憲政規範，將可以有效約束不同族群間的競爭與互動，使得某些族群的權利不致因多數人一時的想法而受到侵犯。在基本權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不同族群才會願意致力於鞏固共同的國家認同。此外，憲法規定政府機構的職權及政府權威的範圍，透過這個憲政規範，法律的制定與修正被限定在既定的範圍內，使少數族群不必擔心生存基礎因多數立法而削弱。此外，憲法保障民意在政策形成過程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反映，此一參與的機會，將更能強化少數族群的國家認同。

但一如Robert Dahl（1999: 128）所指陳的：「一部精心設計的憲法可能有助於民主制度的存在，而一部構思拙劣的憲法，卻可能導致民主制度的失敗。」由於台獨議題所引發的分裂危機，與因此可能觸動國際的干預，我國在憲政合理化的努力上面臨了許多其他民主國家無法想像的困難。為了建構合理的憲政秩序以做為國家認同的發展基礎，筆者認為現階段修訂憲，應極力避免涉及「非競賽規則」以外的意涵(如統獨)，一切為了建構良好的憲政秩序而戮力以赴，甚至將憲法稱為「基本法」或「統一前憲法」以規避中國干擾，亦不妨給予考量。
二、選舉制度的設計

民主必然有競爭性的選舉，這已是今天一般的常識。但在多元本質的台灣社會，為保障少數族群有公平參與決策的機會，我國不宜採行多數制的選舉制度。Lijphart在他著作中譯本的序言中便坦言，台灣應採比例代表制，使政府更能發揮「協商式民主」的優點。
三、地方分權

有些民主國家將政府權力多數集中於中央，地方只是下屬單位；有些則採地方分權制度，甚至如美國，採聯邦制度予以地方更大的自主權。雖然中央與地方的分權方式，並不致否定一個國家追求民主的理想，但美國的經驗證實，政府如果距離人民越遠，其效率與人民的信賴感也會越低。地方民選官員與人民間的近距離接觸，使得政策的擬定與執行，讓人民有切膚的感受，也鼓勵人民更樂於投身公共事務。是故，民主大師Alex de Tocqueville（1969: 63）嘗謂，美國的小鎮民主，便猶如小學教育之於科學，如果沒有參與小鎮決策的練習，美國人不可能體會民主的可貴並發展出傲人的民主成果。此外，分權的政府也較不容易被不當的手段所篡奪，這使得民主更能維持穩定。對小國寡民的國家而言，是否分權也許不是那麼重要；但對多元文化、廣土眾民的國家而言，分權與否卻直接關係到民主的品質。就此而言，這幾年來台灣主政者一直積極推動廢除鄉鎮市長與民代選舉，不禁讓識者憂心。

四、總統的權力

政府工作包羅萬象，從一般的專案計畫到領導三軍保家衛國可謂巨細靡遺，故而現代國家必然都設有最高行政首長負責這些工作的推動。但政府權力過於集中，必然會剝奪少數族群參與的機會，並因此提升族群衝突的可能性。故而，仿效美國憲法設計，總統必須與立法或司法部門合作，才得行使部分的權力，應該是未來憲改應走的方向。

五、媒體的角色

美國國族意識的形成，與清教徒「盟約」傳統有極為密切的關聯。而盟約精神強調自願及平等的原則，言論自由與資訊流通因此成為建構美國憲政秩序的重要前提。此外，多元族群要形成共同的民族認同，必須以公共利益為基礎。但社會成員如果無法進行自由的意見交換，則所謂由下而上形成公共利益，恐怕也只是政治口號，民族的凝聚力將因此而鬆動。Gordon S. Wood（1969: 56）強調，在一個以公共利益鞏固民族情感的自由體制內，人民必須被允許享有最大的言論自由度。因為，唯有在這樣的環境下，有關「公共利益」的共識才有可能形成；而且也只有在這樣的共識基礎上，一個關係民族形成的「同體感」(a matter of common feeling)，才能獲得蘊釀的機會。近世美國最高法院法官W. O. Douglass也同樣指出：「澈底而自由的討論，是我們信念中最重要的一部份，由於它，我們乃建立了我們的政治體系。」（周道濟，1977：41）
此外，在後工業社會，並非每個人都有時間出席法庭審判、旁聽國會辯論，或甚至研究政府政策。媒體因而扮演了國民的代理人角色，它為國民深入探討政府的運作，然後透過報紙或廣播報導，使國民行使權利時能具備充分的知識。媒體甚至也能協助民眾，發掘政府的貪瀆、錯誤的執法、與缺乏效率的運作。對族群關係而言，自由媒體的存在，無疑將有效減少種族歧視的發生，有利於生命同體感的形成。
六、保護少數權益

如果「民主」意指「多數統治」，則「少數」應該受到何種的對待，便成了民主制度下的重要問題。所謂的「少數」，指涉的並非議事中，或選舉中，落敗的一方，而是語言、種族、宗教、血緣，與多數人不同的族群。例如黑白間的差異與對立，迄今便都還困擾著美國。任何社會若有系統的排斥某一族群，使他們不能受到法律的平等保護，則這個社會便沒有資格自誇為民主，也不可能形成穩定的國家認同。但所謂保護少數，並不僅是讓他們免於受到迫害，或是浮面設置少數族群委員會，而是應積極的協助他們，使得少數族群能全面而平等的，共同參與社會的事務。正如施正鋒教授在參與草擬『台灣憲法草案』時所表示的：「（憲法雖）虛應式的承認多元文化與語言保障，仍是以個人的權利義務平等為著眼點，並不願承認（族群差異）的存在。如果我們要拘泥於此種傳統自由主義的個人至上原則，那麼在一人一票的機械式運作下，少數族群永遠是輸家。」（施正鋒，1998：193）。故而，在國會設立兩院制，透過制度的設計讓少數族群在其中一院享有較優勢的代表性，便是保護少數族群的常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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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行政院陸委會於約莫同一時間，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所做的類似調查，四者的比例依序為：18.2%、41.3%、34.5%、6%；而外交部委託中正大學民調研究中心於2000年7月所做的類似調查，則產生11.7%、46%、38.2%、4.1%的結果，落差均十分明顯。(行政院陸委會網站，http://www.mac.gov.tw/big5/mlpolicy/pos/9001/table12.htm，點閱時間2005年1月31日。)


� 若依我國第五屆立法院的運作為例，共有五個黨團有權參與協商：民進黨、國民黨、親民黨、台聯黨、無黨聯盟。


� 綜合整理本文所引述的蕭新煌教授文章。


� 正如吳乃德教授（1996: 21）指出的，影響現代民主建構的自由主義精神，基本上乃由「個人的獨立性」出發，但族群關係則由「群體的連帶感」引申，「兩類意識形態似乎屬於不同的範疇。」但美國卻成功的將這兩類不同範疇的意識形態，成功的透過憲政體制的安排，同步的加以解決。


� 台灣是個由多個族群所組成的社會，但此一事實，許多政治菁英卻不願面對，學者施正鋒（1998: 172）因此表示令人困惑。不願面對此一本質，當然也就對以民主憲政解決族群對立的迫切視而不見。


� 綜合學者的討論，基督教盟約思想與堅實的地方自我政府(self-government)經驗等，均是美國得以開創此歷史新頁的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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